
都市快轨交通·第 35 卷 第 4 期 2022 年 8 月 

 

收稿日期:  2022-01-14   修回日期:  2022-05-10 

第一作者: 戴晓晴，女，博士，工程师，从事综合运输规划、交通数据挖掘研究，zizhu21@163.com 

通信作者: 孔文涛，从事运输规划、运输经济研究，630963620@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A086) 

引用格式: 戴晓晴，孔文涛，朱苍晖，等. 客运枢纽区域 TOD 适应性评价综述[J]. 都市快轨交通，2022，35(4)：50-57. 

DAI Xiaoqing, KONG Wentao, ZHU Canghui, et al. Review of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for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of passenger transport hubs[J].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2022, 35(4): 50-57. 

 

 50 

TOD 专栏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doi: 10.3969/j.issn.1672-6073.2022.04.007 

客运枢纽区域 TOD 适应性

评价综述 
戴晓晴1, 2，孔文涛1，朱苍晖1，战国会1，李鹏林1, 2 

（1.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028；2. 综合交通规划数字化实验室，北京 100028） 

摘  要: 各类客运枢纽及周边区域已成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模式在我国

落地的重要载体之一。在客运枢纽区域开发前进行适应性评价，可帮助优化分配有限的开发资源，对海量待开发

客运枢纽实现全盘统筹。综述国内外客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政策及适应性评价的相关研究，包括面临的问题、

相关的影响因素等，指出适应性评价应从客运枢纽区域开发的全生命周期，以及枢纽、区域、城市整体功能最优

化的角度出发，通过采用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为客运枢纽区域开发提供指导，促进枢纽及周边区域与所

在城市的协同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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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for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of Passenger Transport Hubs 

DAI Xiaoqing1, 2, KONG Wentao1, ZHU Canghui1, ZHAN Guohui1, Li Penglin1, 2 

(1. Transport Plan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Transport, Beijing 100028;  
2. Laboratory for Traffic & Transport Planning Digitalization, Beijing 100028) 

Abstract: Passenger transport hubs and surrounding areas have become key carriers of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before developing the passenger transport hub can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imited development 

resources and develop the overall planning for the massive passenger transport hub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related 
policies and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of the TOD in rail transit hub areas, including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t repor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hub area development of 
passenger transpor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overall functions of the hub, region, and city. Additionally a scientific index 

system and method should be adopted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hub,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e city, 
and to opt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land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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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以 公 共 交 通 为 导 向 的 开 发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是一种基于“交通-土地利用”互

动关系的土地开发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

在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中引入 TOD 模式，之后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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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向各类客运枢纽、城市综合体、宜居社区开发中推

广。近年来，TOD 模式在我国的重大战略中广为提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推行功能复合、立体开发、

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发展模式，统筹地上地下空间

利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专门就城市更新、集约开

发作出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国建

设纲要》指出，要“大力发展枢纽经济”。 

国家战略的引领将带来 TOD 实践的量质齐升。

其中，客运枢纽及周边区域已成为 TOD 在我国落地

的主要载体。截至 2019 年，我国已建成含高铁站、民

航机场、公路客运站、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等在内的数

以万计的各类客运枢纽，这些枢纽是 TOD 模式能进

一步深耕的肥沃土壤。面对海量待开发的客运枢纽，

如何全盘统筹、优化分配有限的资源，在开发前预估

哪些客运枢纽区域适合开发，即科学地进行开发适应

性评价，成为亟待突破的瓶颈。 

下面首先论述 TOD 模式研究进展，以及国内外

的相关政策；其次，针对客运枢纽区域 TOD 适应性问

题，讨论开展适应性评价的必要性和相关研究；最后，

提出对客运枢纽区域 TOD 适应性评价的思考与展望。 

2  TOD 模式研究进展 

TOD 模式出现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国内外专家学

者对 TOD 模式的研究、应用不断发展深化。根据其

进展及特点，可以划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TOD 模式的产生及概念正式提出。该

阶段主要自 20 世纪 50 年代—90 年代初。早在 1947

年，哥本哈根就提出了“手掌型”规划[1]，是 TOD 概

念的早期萌芽。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大量使用私人

小汽车，导致城市出现低密度无序蔓延，由此催生了

TOD 理念[2]。差不多同一时期，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实

施的 TOD 策略效果显现，城市以手掌的空间形态有

序发展。Calthorpe 于 1993 年在其著作中，正式提出

了 TOD 概念[3]。 

第二阶段，TOD 相关理论、规划设计方法的细化

和实践。该阶段主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2005 年

前后，研究者对 TOD 的内涵、理论形成了进一步的

深化认识[4]。1999 年，Bertolini 提出了节点-场所模型

(node-place model)，用于研究 TOD 站点的功能、密度

等土地利用指标与交通设施供给之间的关系，认为交

通服务水平决定“节点价值”，土地利用情况决定“场

所价值”，二者之间存在持续正向的反馈，系统性诠释

了土地利用与交通的互馈关系[5]。 

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开展了诸多 TOD 项目实践，

如美国的马里兰州、加利福尼亚州等。随着实践项目

的落地，研究者、规划师们对 TOD 的实体化有了相

对统一的认知，如围绕公共交通站点，组织紧凑的在

周围适于步行的范围内布置商业、居住、就业岗位等

多种形式的土地混合利用；鼓励公共设施建设和打造

高质量的步行环境，使公共空间成为人们活动的中心。

在上述实践中，随着不断深化认识，也形成了不少日

后被广泛使用的设计原则，如 3D(density，diversity，

design)准则[6-7]等。 

第三阶段，TOD 在广泛层面达到共识，发达国家

TOD 立法、规划等顶层设计逐步完善。该阶段主要自

2005 年左右—2015 年左右。以美国为例，2008 年，

马里兰州在立法中将 TOD 作为交通发展的一项重要

策略，而后起到了显著影响；在之后的近 10 年中，该

州开发了 129 个 TOD 轨道交通车站，占地 40 km2，

每天减少超 20 000 人次的小汽车出行[8]。2010 年，亚

特兰大公共交通局发布了 TOD 导则[9]，提出了包括更

紧凑而密集的站点周围区域发展、更混合的用地、更

舒适的公共环境、更创新的停车政策(含私家车)等在内

的四大指导意见。2006、2014 年，丹佛市两次发布

TOD 战略规划[10-11]。在 2006 年的战略规划中，指定

多个站点作为 TOD 的落地主体，并联合多部门和机

构制定了推动 TOD 的具体政策；在 2014 年的战略规

划中，从阶段分析、发展模式、行动计划三方面，阐

述了推动TOD在丹佛市的进一步发展。丹佛市的TOD

战略规划指导了火车站等客运枢纽的公共和私人投

资，居民、企业主、建筑商等可利用该规划制定切合

实际的融资计划，并将资金投向未来 5 年左右具有最

佳发展潜力的站点。这一阶段，TOD 相关理论也根据

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深化，如 Cervero 将“3D 原则”

扩充为“5D 原则”(2009 年)[12]。 

第四阶段，TOD 在世界各地广为实践，呈现本地

化、多元化趋势。该阶段主要自 2015 年前后至今。这

一阶段，TOD 模式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广泛接纳，

并因地制宜地得到了多样诠释。以我国为例，我国政

府对于城乡规划有着较强的把控力，相对于其他国家，

TOD 模式从原理上看更容易推行。这一阶段，我国各

地出现诸多客运枢纽区域 TOD 案例的探索，如深圳

前海枢纽、广州凯达尔城市广场、成都东站、南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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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等综合开发等项目[13]。此外，这一阶段，TOD 的理

论研究也在我国呈现爆发式增长。向晓琴等采用文献

计量分析方法，对国内 TOD 研究进行综述，认为至

2020 年，TOD 在我国已初步形成研究体系，可归纳

为 TOD 理论方法、城市化、规划与实践、城市空间

结构、开发模式、公共交通体系、土地利用、交通管

理与控制、人性化等 9 大研究领域[14]。 

3  客运枢纽区域 TOD 政策 

客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有别于目前多集中在场

站本体的点状微观尺度开发研究，除聚焦于场站本体

外，也关注场站周边区域的 TOD 开发。客运枢纽周

边区域涉及的空间范围主要根据开发需要、土地利用

等确定，通常属于中观尺度上的开发实践。 

3.1  国内政策 

针对客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国内外政府均出

台了不少相关政策。在我国，近 10 年来政府各部门陆

续出台了相关文件，其中一部分如表 1 所示。2012 年，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

见》，要求加强公共交通用地的综合开发，鼓励和支持

对轨道交通用地在地上、地下空间按照市场化原则实

施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收益用于弥补建设和运营亏损，

这是一部较早关注到客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的政策 

表 1  客运枢纽区域 TOD 相关文件 

Table 1  Documents of TOD for rail transit hubs 

发布部门 时间/年 文件名称 

国务院 2012 《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 2013 
《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 加快推进铁

路建设的意见》 

国家发改委 2013 《促进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14 
《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

的意见》 

住建部 2015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 

国家发展改革

委、民航局 
2015 

《关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

意见》 

国家发展 

改革委 
2016 

《关于打造现代综合客运枢纽提高旅客

出行质量效率的实施意见》 

国家发展 

改革委 
2016 

《关于推动交通提质增效 提升供给服务

能力的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4 部门 
2018 

《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

设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12 部门 
2020 

《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 

自然资源部 2020 
《轨道交通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

节地模式推荐目录》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1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文件，提出开发收益反哺交通的可持续经济模式。

土地方面，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支持

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见》，对铁路用地及

站场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政策做了进一步的规

定[15]，支持盘活现有铁路用地，推动土地综合开发。

2020 年，自然资源部印发《轨道交通地上地下空间综

合开发利用节地模式推荐目录》，详细介绍了全国 7 个

开发案例，对轨道交通站点 TOD 开发具有重要的现

实指导意义。近 10 年来，我国相关政策文件对客运枢

纽区域 TOD 开发的指导，涵盖了经济、土地、运营

等多方面，且指导内容从宏观到具体而逐渐深入。 

表 2 梳理了部分我国地方政府出台的指导客运枢

纽区域 TOD 开发的相关文件。以上海为例，2014 年，

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推进上海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

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暂行)》(沪发改城

〔2014〕37 号)[16]，在规划编制、土地出让等方面做出

了创新，明确对上海市轨道交通场站与周边土地综合

开发利用进行统筹规划，土地可以协议方式出让，充

分发挥轨道交通建设主体的优势，鼓励参与开发，将

场站及周边的开发收益用于支持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

有力地支持了上海轨道交通场站的 TOD 开发实践。 

表 2  客运枢纽区域 TOD 相关地方文件 

Table 2  Documents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f TOD  

for rail transit hubs 

发布部门 时间/年 文件名称 

深圳市人民政府 2001 《深圳市地下铁道建设管理暂行规定》

广东省住房与 

城乡建设厅 
2012 

《珠三角城际轨道站场 TOD 综合开发

规划编制技术指引(试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14 

《关于推进本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

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暂行)》

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17 

《广州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体建设及

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实施细则(试行)》

杭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18 

《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地上地下空间

综合开发土地供应实施办法》、《杭州

市城市轨道交通上盖物业预留工程前

期审批指导办法(试行)》 

合肥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19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轨道交通

场站综合开发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成都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19 

《成都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用地

管理办法(试行)》 

大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2019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支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的意见》

西安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19 

《西安市轨道交通用地综合开发规划

和土地供应暂行规定(试行)》 

天津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9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七部门关于印

发推进天津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

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实施意见(试行 )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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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布部门 时间/年 文件名称 

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20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铁

路发展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见》 

江苏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20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 

重庆市发改委等 2020 
《关于推进主城都市区城市轨道交通

区域综合开发的实施意见(试行)》 

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 
2020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综合利

用规划设计指南》(征求意见稿) 

上海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 
2020 

《关于加强容积率管理全面推进土地

资源高质量利用的实施细则(2020 版)》

武汉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 《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烟台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020 

《关于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及站点

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3.2  国外政策 

发达国家对客运枢纽区域开发的相关政策相对成

熟，可分为用地政策、价值共享机制、技术财政支持

政策等。 

用地政策主要包括建设用地规划、容积率补偿等

措施。例如，丹麦较早就开始通过区域规划推广 TOD

模式。1987 年，哥本哈根区域规划修订版规定，在轨

道交通站点步行距离 1 000 m 范围内进行重要功能单

元的开发，最终形成了形状特别的“手掌型城市”，其

中“掌心”是哥本哈根的市中心，“手指”是轨道交通

线路，“珍珠”则是在轨道交通沿线的新城镇[17]。哥

本哈根以“规划导向”为主，为北欧等人口低密地区

进行 TOD 开发探索了成功模式。日本东京 TOD 开发

实施的主要模式，是结合城市轨道网以及周边卫星城

的新建，在开发区域调整容积率，一方面对市区轨道

站点周边的土地实行高强度开发，另一方面也以轨道

交通为基础引导中心区外的卫星城镇发展。由于土地

多数非政府所有，因此在开发的各混合功能中，更

强调商业等收益丰厚、经济可持续的物业类型。 

价值共享机制主要指通过设置开发收益的分配机

制，使参与方能够共享开发带来的价值增长。新加坡

将轨道交通站点 TOD 开发与组屋建设结合，其陆路

交通管理局(LTA)、国家发展部(MND)、市区重建局

(URA)和住屋发展局(HDB)多部门联合规定，在轨道

交通 MRT 站点周围，实施高容量综合开发，重点建

设组屋。新加坡在中心城区外规划了 22 个卫星城镇，

建成后预计 90%的人居住在组屋当中。新加坡政府对

于大运量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的开发，遵循着由站

点周边建设积蓄客流到商业回报反馈交通的原则，最

大化地提升了站点周边土地的价值，为土地主要归属政

府的 TOD 开发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即采用“政府

主导型”，由政府对 TOD 规划建设实施整体统筹控制。 

技术财政支持主要包括技术指导、出台相关指南

文件、融资或贷款支持。2005 年，美国联邦运输管理

局针对 TOD 的报告[18]，描述了 10 个客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案例(分别位于波士顿、新泽西、华盛顿等

地)，认为实施 TOD 模式潜在收益丰厚，指出以下因

素对 TOD 开发的成功至关重要：政治领导，规划、设

计和实施中的包容性，持续的公众投入，管理土地、交

通等不同机构的协调，更宽松的监管环境和立法授权

等。2015 年，美国交通部、联邦运输管理局启动了 TOD

技术援助计划，重点是支持全国部分地区实施 TOD 规

划，从而改善公共交通的便利性，并创造新的经济机

会[19-20]，首批技术援助项目包括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

尼奥、夏威夷州的檀香山等。2019 年，美国国会提案

(H. R. 5255)建议，修订 MAP-21 法案，规定实施 TOD 开

发的客运枢纽有资格获得 MAP-21 下的专项支持资金。 

在美国州政府层面，加利福尼亚州从州高速公路

投资基金中每年开支 300 万美元资助 TOD 开发项目，

伊利诺伊州为入驻公交站 1 英里(约等于 1.61 km)范围

内的企业成员减免 10%税费，马里兰州每年提供 300 万

美元推动 TOD 项目的前期规划研究。在大都市区层面，

旧金山湾区为邻近公交站点的社会保障住宅项目提供

资金支持，2011 年贷款资金达 5 000 万美元；丹佛都

市区每年为公交站点附近的多人家庭，提供租房费用

达 6 500 万美元；亚特兰大都市区每年为支持 TOD 相

关项目规划研究工作，提供 500 万美元资助；波特兰

都市区为私人企业开发TOD项目，提供担保及每年250

万美元资助[21]。日本、美国是“市场导向型”枢纽区

域开发的代表，即遵循企业“追求利润”的市场导向、

通过政府补助等政策发挥诱导作用[22]。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相关政策在

其形成鲜明特色的 TOD 发展模式中起到重要作用，

尤其是根据政府的角色和定位，从顶层设计出发，对

全局实施客运枢纽区域 TOD 因势利导。在我国，从

各地政府政策文件看，多数地方仍在探索客运枢纽区

域 TOD 实施模式的过程中，为此可借鉴丹麦“规划

导向”、新加坡“政府主导”以及日本、美国“市场导

向型”等模式，尽快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模式。 

4  客运枢纽区域 TOD 适应性评价 

4.1  适应性评价宗旨 

目前，在我国国土空间集约开发愈加紧迫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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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客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如何做到高质量的国土

资源利用，还面临着诸多的适应性问题：一是开发与

城市发展的适应性，在已有的实践中，存在部分枢

纽投产多年后仍无法聚集一定的客流量，或是开发

落后于区域、城市发展，均会造成开发效果不佳的

结果[23-24]；二是开发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开发面临用

地及用地获取方式的限制，如三区三线、地块功能限

制等；三是开发与政策[25]的适应性，如区域规划缺乏

统筹、协调推进机制不健全等；四是开发与市场的适

应性，如开发主体不一致、投融资压力大等。另外，

是否所有客运枢纽都能实现通过 TOD 开发带动经济、

区域发展的初衷；围绕布局偏远的客运枢纽，实施大

规模建设开发，能否为原本资金紧张、客流需求尚不

旺盛的区域带来预期的效果；何种城市、区域、枢纽

更适宜进行开发；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26]。 

从枢纽、区域与所在城市三者相互协同的角度，

前置性地进行开发适应性评价，是目前开发中的缺失

环节，但其对科学开发意义重大。一是从机制层面来

说，传统的城乡规划首先关注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

在此基础上规划交通系统，但往往是实际规划的交通

系统在发展中无法与土地利用相协调[27]，因此前置性

地加入适应性评价这个环节，对于提升交通与土地利

用的协调性有重要作用；二是从城市、区域层面来说，

适应性评价可帮助管理者判断哪个区域、枢纽更适合

开发，从而有针对性地优化资金、土地供给；三是从

项目层面来说，可辅助判断开发的可能效果，使投资

方对单个项目的可行性、可持续性有更合理的判断，

或对多个项目的建设开发时序进行优化。 

4.2  适应性评价体系 

适应性评价需要建立方便实用的评价体系。目前

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开发后评价，且研究对象多局限

于城市轨道交通及公交站点。世界银行针对 TOD 项

目，提出了市场潜力价值(market potential value)-场所

价值(place value)-节点价值(node value)的 3V 模型，用

于评价连通性、可达性、场所质量、市场潜力之间的

均衡性[28]。潘林建立了 TOD 模式开发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交通设施布局、用地与空间布局、交通与用地协

调性三大方面[17]。夏正伟等采用与轨道交通站点的

距离、土地利用多样性、宜步行环境、人口密度、工

作岗位密度和容积率等 6 个因素，建立了评价体系，

测算 TOD开发的交通、经济、环境、社会效能[29]。《TOD

城市分析报告(2020 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 31 个城市，从城市、线路、站点 3 个层面进行了

TOD 发展综合指数测算[30]。巩曦曦从居民生活质量、

环境质量、公共交通系统、城市空间布局、社会经济

效益 5 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

TOD 模式下的城市土地开发进行评价，并以成都市主

城 9 区作为对象进行了实证[31]。王至言对新城轨道交

通站点开展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评价研究，采用数据

包络模型，建立含高峰小时轨道交通乘降量、土地开发

强度、用地价格增值等在内的评价指标[32]。何凡选取用

地、出行、经济、环境、社会感知 5 大评价维度，搭建

了含 23 个指标的轨道站域 TOD 发展成效评价体系[33]。 

前置的适应性评价相关研究目前还较为薄弱。开

发前评价与开发后评价的显著区别主要体现在评价目

的与关注重点不同、可获取的信息不同，因此指标体

系设计也显著不同。在进行开发后评价时，选取指标

应做到范围全面，对评价内容尽可能地多方面覆盖，

使指标体系立体丰富，以免出现遗漏偏差；而在前置

评价中，由于开发项目尚未实施，诸多相关信息还不

明确，因此在指标体系设置时，还需重点考虑指标计

算所需信息的可获得性及指标的可测算性。 

在适应性评价中，最为关键的指标包括开发的经

济性及用地保障。经济性方面，薛露露等针对城市地

铁站点区域 TOD 开发进行研究，发现在可化解地方

政府融资问题的众多方式中，地铁加物业最有潜力，

即通过公共部门、轨道交通企业和开发商联合，对轨

道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建设、运营与沿线土地进行综

合开发，用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土地溢价，补偿

地铁建设和运营成本，从而可避免政府过度依赖土地

出让金带来的各种结构性问题[34]。类似地，自然资源

部发布《轨道交通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节地模

式推荐目录》，推荐将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的综合

开发利用收益应用于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主

体所得的综合开发利用收益优先用于轨道交通建设和

运营维护[35]。在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开发策划

中，重点考虑了投资平衡和运营平衡，其中投资平衡

是指部分设施的投资在整个建设过程中能够从土地开

发的收益中得到平衡[36]。日本的相关报道显示，私营

轨道公司的收益来源中，占比最大的为房地产，其次

为交通、零售、休闲与服务[37]。在采用该方式时，政

府可对用地进行先期预留，再通过后期溢价等，实现

客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的经济可持续[38]。 

在用地保障方面，按照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客

运枢纽作为公益性基础设施，其土地使用权通常采用

划拨方式取得。综合开发涉及的商业、旅游、娱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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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内容，其土地使用权须以招标、

拍卖或者挂牌等方式，出让给市场化开发主体。土地

供应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枢纽建设主体与市场主体之

间难以“跨界”开发[25]。因此，灵活的土地供应方式

是开发的重要保障，适应性评价时需考虑导向完善的

土地储备、控制、运作机制。 

开发业态、枢纽区位等因素也是适应性评价的重要

方面。开发业态方面，张琳薇指出，综合交通枢纽进行

区域开发确定主导产业上鲜有成功案例，主导产业的选

择需从区域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发展潜力和产业区位优

势 3 个维度出发；以虹桥商务区为例，选择得出的 5 大

主导产业为国际贸易、航空物流业、会展业、房地产业

和文化创意产业[39]。区位方面，赵倩等研究发现，空

间区位是影响高铁站周边开发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以

京沪高铁和武广高铁沿线 38 个站点为例，高铁站距离

城市中心过近和过远均不利于站点周边地区的开发，且

开发效果显著的样本以大城市及以上规模城市为主[40]。 

此外，枢纽的交通方式类型、客流等级、交通可

达性、空间开放共享[41]，所在区域的建成环境、住房

分布[42]、上位规划，所在城市的人口经济、政策环境

等，都是适应性评价需考虑的重要方面。笔者建议的

适应性评价指标框架[43]如图 1 所示。 

 

图 1  适应性评价指标框架建议 

Figure 1  Recommended framework for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5  思考与展望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客运枢纽在

高效完成旅客运输组织功能外，逐步承担着加速区域

资源聚集流动、激发城乡经济活力、引导生产活动空

间有序拓展的重要功能。城镇方面，人口加速集聚、

环境污染日益严峻，发展逐渐由“增量扩张”转向“存

量挖潜”，国土空间、交通系统同时面临着更高强度的

需求与更严苛的制约；乡村方面，出行距离不断增长，

与城镇交流更为频繁，需要更高效的交通集散。为突

破上述困境，必须转变发展思路，积极谋求资源紧约

束下与国土、环境与交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实践证明，城乡范围全局实施客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其效果显著优于个别、局部的项目实施。因此

需要从根本上确立政策、规划体系，将城乡层面的客

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规划与既有城市规划和交通规

划体系紧密衔接[4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指出，综合开发涉及的枢纽专项规划和地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应统一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多规合

一”[25]，从宏观上进行指导，但尚缺乏实施细则。有学

者建议，将场站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专项规划和轨道交通

选线专项规划“两规合一”。从源头上做到建设项目与

上盖物业开发项目同步，在各城市编制总体规划阶段或

区域地块的控详规划阶段，将场站上盖开发可行性纳

入其中，对有条件开发的场站提前做好规划预留。 

适应性评价从工作层面弥补了目前客运枢纽区域

TOD 开发相关规划体系的缺失，帮助实现全盘统筹，

从而合理分配开发资源，是对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的

初步探索。未来，结合各层次城乡规划和交通规划，

适应性评价应融入 TOD 规划框架体系，并从客运枢

纽区域开发的全生命周期以及枢纽、区域、城市整体

功能最优化的角度出发，通过采用合理的评价指标体

系与方法，为客运枢纽区域开发选址、开发强度及开

发时序确定等提供指导，以促进枢纽及周边区域与所

在城市协同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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